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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　 要： 在当前教育背景下， 学生的成绩是家长、 学校、 老师共同关注的焦

点， 而认知能力则是支撑孩子成绩提高的重要因素。 本文旨在考察家庭在情感投入

和经济支持两个维度对孩子认知能力的影响。 通过分析 ２０１３—２０１４ 年中国教育追

踪调查数据， 在运用均值插补、 多重插补、 随机森林插补三种方式对相关核心自变

量的缺失值处理基础上， 研究发现： 家庭的情感投入对于孩子的认知能力具有显著

影响； 家长为子女教育投入的各种经济支持在提升子女的认知能力上并没有取得显

著的积极效果。 研究进一步通过系数集束化的方法， 比较了这两个维度对孩子认知

能力的影响， 结果表明家长的情感投入比各种经济投入更能影响孩子认知能力的健

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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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绪　 论

“瞧， 别人家的孩子已经上了辅导班， 别人家已经购买了学区房”， 类似焦虑

已经成为中国家长面对子女教育时的一个普遍心态。 由此， 家长开启了各种教育

投资， 校外辅导已成为孩子们课余时间的 “标配”。 中国教育学会发布报告称，

２０１６ 年超过 １ ３７ 亿人次接受了课外辅导， 参加课外辅导的学生约占全体在校生

总数的 ３６ ７％ ， 在北京、 上海、 广州、 深圳等大城市， 这一比例更是高达 ７０％

（胡浩等， ２０１７）。 同样的狂热体现在对学区房的追捧上， 当今社会经济地位较

高的父母为了孩子获得更好的成长环境和教育资源购买学区房， 期待他们不输在

起跑线上。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 物质条件更为宽裕的 “７０ 后” “８０ 后” 成为中国家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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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力。 这些家长们在子女的教育中投入了更多的物质和时间精力， 但也变得更为焦

虑。 国外的大量实证研究表明， 孩子学习成绩好坏取决于他们的认知能力 （Ｓｐｉｎａｔｈ

ｅｔ ａｌ ， ２００６）， 也就是人们对事物的构成、 性能、 之间的关系、 发展的动力、 发展

方向以及基本规律的把握能力。 孩子认知能力与家庭社会经济地位， 父母的教育程

度密切相关 （Ａｎｇｅｒ ＆ Ｓｃｈｎｉｔｚｌｅｉｎ， ２０１７）。 并且， 儿童早期的认知能力也是其未来

职业地位获得， 收入水平高低的一个重要预测变量 （Ｓｃｈｏｏｎ， ２０１０； Ｍｏｒｒｉｓ ｅｔ ａｌ ，

２０１６）。 孩子认知能力的提高除了经济投入， 也离不开父母的言传身教等情感支持。

而相较于经济支持， 家长们对孩子的身心成长投入的情感受家庭经济地位高低影响

较小。 那么， 如下几个问题就十分值得探讨： 物质的投入是否确实能够带来孩子认

知能力的提高？ 家庭教育情感投入是否可以提高孩子的认知能力？ 家庭如何能配置

这两方面的资源才能更好地提高孩子的认知能力？ 本文通过实证数据的分析， 探究

经济支持和情感投入对孩子认知能力哪个影响更大， 从而实现家庭教育投资的优化

配置。

二、 文献综述及其假设

（一） 国内外研究进展

认知能力能够反映学生语言能力、 计算能力、 逻辑推理能力、 感知能力等， 一

直是除学业成绩之外衡量教育获得的重要指标。 在我国当前教育体系尚不完善、 社

会结构处于快速转型的阶段， 个体获得认知能力的因果机制尤其值得关注。 在家庭

为分析视角的基础上， 有关教育获得因果机制主要有三种解释维度， 分别是家庭结

构维度、 家庭过程维度及家庭资本维度。

家庭结构维度是指家庭的静态特征， 常用父代的社会经济地位 （父母职业、 教

育和收入） 和家庭规模来测量。 布劳 －邓肯地位获得模型表明子代教育获得与父母

的职业和学历有着非常显著的联系 （Ｂｌａｕ ｅｔ ａｌ ， １９６７）。 梅尔比等人 （Ｍｅｌｂｙ ｅｔ ａｌ ，

２００８） 认为， 父母的教育学历、 职业声望、 家庭收入和家庭的兄弟姐妹关系都会直

接影响孩子成年早期的教育获得水平。 袁玉芝和叶晓梅 （２０１７） 在我国的研究中同

样发现， 家庭内部子女结构对学生认知能力存在显著影响： 同胞数量越多、 兄弟姐

妹数量越多及排行中间等都会对学生认知能力的发展起到负向影响， 并且男性和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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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受到的影响并不相同。 此外， 在我国城市义务教育阶段， 家庭社会经济地位与子

女就读学校水平之间具有正向关系 （占盛丽， ２００９）。 再者， 薛海平 （２０１６） 将是

否参与课外补习作为家庭教育投资的一项重要指标， 发现不同家庭社会经济地位的

学生参加课外补习的情况存在显著差异。

家庭过程维度的研究则将家长参与等过程因素作为中介变量， 探讨了家庭经济

地位与孩子学业成绩、 教育期望等之间的因果机制。 国外一些学者的研究中已验证

了家长的教育参与对学生在校成绩和能力发展有积极影响 （ Ｓｉｂｌｅｙ ＆ Ｄｅａｒｉｎｇ，

２０１４）， 而这种影响通常是一种中介作用 （Ｄａｖｉｓｋｅａｎ， ２００５； Ｓｚｕｍｓｋｉ ＆ Ｋａｒｗｏｗｓｋｉ，

２０１２）。 同时， 父母的教育参与对儿童自身教育期望也会产生直接的影响， 并且也

会进一步反映在儿童的教育获得上 （Ｂｙｕｎ ｅｔ ａｌ ， ２０１２）。 而国内的研究中， 乔娜等

（２０１３） 发现父母的教育参与在家庭社会经济地位与对初中生学业成绩的影响中发

挥了中介作用。 杨中超 （２０１８） 也发现， 在影响学生认知能力和非认知能力上存在

一条 “家庭背景—家长参与—认知能力” 的路径机制。 黄亮 （２０１６） 使用中国教育

追踪调查数据分析了家长参与学校教育对孩子学业成绩、 认知能力的影响机制， 发

现家长促进子女保持高期待、 主动承担教育责任、 自觉配合并与学校沟通等行为均

能有效提高孩子的认知能力。 家庭过程维度在结合家庭结构维度这一静态视角的基

础上， 又增加了对动态过程的考察。

家庭资本维度则主要围绕文化资本、 社会资本和人力资本理论来解释不同社会

阶层出生的孩子教育获得的差异性。 布朗在研究学业成就的资本影响水平时， 提出

了 “学业成就 ＝ 经济资本 × 人力资本 × 社会资本” 的理论框架体系 （吴重涵等，

２０１４）。 以布迪厄为代表的文化资本理论强调家庭文化资源和潜移默化的文化氛围

对孩子教育期望、 学习成绩的影响 （Ｂｏｕｒｄｉｅｕ ＆ Ｐａｓｓｅｒｏｎ， １９９０）， 文化资本水平高

的家长更懂得如何帮助孩子在学业方面寻找正确的方向， 使子女获得更高水平的教

育成就 （赵延东、 洪岩璧， ２０１２）。 方长春和风笑天 （２００８） 发现家庭文化资本有

着非常强的代际继承性， 会直接影响子代学业成就的获得， 而家庭经济资本和社会

资本则通过对教育资源的选择而间接影响子代的学业成就。 科尔曼 （２００９） 则认为

社会资本在教育中是一种由父母、 子女及社会其他主体之间的闭合关系， 即当父母

与子女之间、 父母与社会其他主体间的社会交流越充分的时候， 社会网络的封闭性

就越高， 子女获得的社会资本也就越充分。 这样的闭合关系一般包括家庭内部 （如

父母与子女之间的充分互动） 和家庭外部 （父母与老师或其他家长之间的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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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科尔曼看来， 家长对孩子投入时间与精力及与学校老师、 其他家长的交流都是社

会资本的重要表现形式， 皆能有效促进孩子的教育获得 （赵延东、 洪岩璧， ２０１２）。

而以贝克尔 （Ｂｅｃｋｅｒ， １９６４） 为代表的人力资本理论认为， 教育是一项重要的人力

资本投资， “成本—收益” 衡量是家庭教育投资的主要原则， 儿童教育获得的差异

源自家庭对其教育投资的多寡。

（二） 研究评述及假设

通过已有研究可以发现， 首先， 目前大多数研究对教育获得因果机制的探究中，

只有少数对比了不同家庭维度对孩子教育获得成果的影响。 其次， 国内外的研究更

加侧重家庭静态因素对子女教育获得的影响， 较少关注家长参与、 情感投入等动态

因素， 而对比这两条不同路径对子女认知能力的影响的研究则更少。 在仅有的比较

不同类型的教育投资对认知能力影响的研究中， 对家庭经济条件的测量则过于简单，

未将家庭多元的教育投入纳入考虑， 如课外补习花费、 校内学习花费等具体经济变

量。 最后， 国内关于学生认知能力的研究大都使用了中国教育追踪调查数据

（ＣＥＰＳ） ２０１３—２０１４ 年基线数据， 而该数据在许多关于教育投入的变量上存在大量

的缺失情况， 以往的研究中也很少有学者关照到这些数据缺失的情况并对其进行处

理。 因此， 本文以一个动态的视角来比较不同类型的家庭教育投入对孩子认知能力

的影响， 综合运用不同维度的理论视角作为指导， 同时也采取更细化的指标及完整

的数据进行研究， 以期能更加科学和严谨。

家庭教育投入一直以来都是影响孩子教育获得与能力发展的重要途径， 包括父

母为其子女提供一系列教育资源、 学习活动、 受教育机会的行为 （ Ｃｏｎｇｅｒ ＆

Ｄｏｎｎｅｌｌａｎ， ２００７）。 现有对家庭教育投入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对投入数量、 维度、 结

构、 动机等方面的研究 （叶忠、 陈辉， ２０１４； 刘保中， ２０１７； 王远伟、 朱苏飞，

２００９）。 不过， 广义的家庭教育投入不只是经济投入， 还包括时间、 情感等多方面的投

入 （李燕芳、 吕莹， ２０１３）。 但是对不同类型的家庭参与或投入效果却鲜有提及。

本文将家庭的教育投入划分为情感投入和经济支持两类。 家长的情感投入能构

建良好而亲密的亲子关系， 而亲密的亲子关系不仅能为孩子提供接触和传承家庭文

化资本与社会资本的机会、 为孩子创造和谐的家庭学习环境， 还能有效地为孩子在

学校的学习生活提供助力。 梁文艳等人 （２０１８） 的研究发现， 父母对子女的时间和

精力投入能够有效提升儿童认知能力； 但一些控制型的参与行为， 如监督和检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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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功课等， 则可能对孩子认知能力存在负向影响。 家长严厉的督导可能会造成孩子学

习主动性与自信心的缺乏， 对孩子的自我教育期望产生抑制作用， 进而负向影响其学

业成绩与认知能力的发展 （李丽， ２００４； 李佳丽， ２０１７）。 由此， 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 １： 家长对于孩子成长的情感投入， 能够提高孩子的认知能力。

假设 １ １： 家长对孩子的行为督导越宽松， 孩子认知能力越好。

假设 １ ２： 家长与孩子互动共处的频率越高， 孩子认知能力越好。

假设 １ ３： 家长与孩子交流沟通的频率越高， 孩子认知能力越好。

其次， 家庭社会经济地位越高， 其所拥有的各类经济、 社会、 文化资本就越多，

给予孩子教育方面的各类资本投入就越多， 孩子就能享受更加优质的教育资源和环

境。 拉鲁 （２０１０） 在其 《不平等的童年》 一书中指出， 社会经济地位高的家庭更重

视孩子的教育， 会有意识地为孩子提供各种教育机会； 而社会经济地位低的家庭大

多放任孩子发展。 因此， 不同类型的家庭对教育投入的差异会持续地影响孩子在认

知能力、 学业成绩等方面的教育获得。 基于以往研究的缺失， 本文将家庭经济支持

拓展为家长对孩子课外辅导的投入、 入学经济支持及向学校支付的费用这三个测量

指标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 ２： 家长对于孩子学习的经济支持能够提高孩子的认知能力。

假设 ２ １： 家长对孩子课外辅导班的投入越大， 孩子的认知能力越好。

假设 ２ ２： 家长为孩子入学做出的经济支持越多， 孩子认知能力会越好。

假设 ２ ３： 家长给学校支付的费用越多， 孩子认知能力会越好。

最后， 已有一些文献比较了不同投入类型对子女认知能力发展的影响。 比如，

姚昊和叶忠 （２０１８） 指出家庭文化资本对子代教育获得的影响一般强于经济资本的

影响。 李丽和赵文龙 （２０１７） 也发现家庭文化资本对认知能力的获得有很大帮助，

是家庭教育投资的上佳选择。 这些研究都发现， 经济投入的作用并没有想象中的大。

梁琦 （２０１２） 发现经济条件好的家庭更有能力为孩子的教育投入更多金钱， 提供更

多更优质的教育资源， 也愿意为孩子的教育投入更多的时间。 这些研究尽管未对家

长对孩子的情感投入与经济投入进行直接比较， 但其结论仍对我们有所启发： 经济

投入对孩子的教育并无预想中的强； 而家长通过成长中耳濡目染的陪伴则可能对孩

子教育获得发挥了更强的作用。 因此本文提出假设 ３。

假设 ３： 家长情感投入对孩子的认知能力的影响强于经济支持对孩子的认知能

力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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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数据来源与变量测量

（一） 数据来源

本研究的数据选用中国人民大学主持收集的 ２０１４ 年中国家庭教育追踪调查基线

数据。 该调查以初中一年级 （７ 年级） 和初中三年级 （９ 年级） 两个同期群为调查

起点， 以人口平均受教育水平和流动人口比例为分层变量从全国随机抽取了 ２８ 个县

级单位 （县、 区、 市） 作为调查点。 调查以学校为基础， 从入样的 ２８ 个县级单位

中抽取了 １１２ 所学校、 ４３８ 个班级进行调查， 被抽中班级的学生全体入样， 最后共

抽取了约 ２ 万名学生 （王卫东等， ２０１５）。 同时每位被抽取的学生样本， 其家长也

会填答一份家长问卷， 其所在班级的教师会填答对应的教师问卷， 学校领导填答学

校层面的基本信息问卷。 该项目统一测量了学生的认知能力， 这为本文的考察提供

了宝贵的测量指标。

在目前中国城乡二元结构的现实情况下， 农村户口的学生和非农户口的学生认

知能力存在较大的差异， 其作用机制也各不相同。 为了使研究更加聚焦， 本文仅选

取当前户口状态为非农户口的学生作为研究对象， 最终共有 ８８００ 名学生进入我们的

研究范围。 变量涉及的题目则主要来源于家长与学生问卷， 教师和学校问卷作为

补充。

（二） 变量测量与操作

１ 因变量

本次研究意在探究经济支持、 情感投入对孩子教育获得的影响大小。 选取认知

能力作为衡量教育获得的指标主要基于两方面的考虑： 一是由于各学校层次水平不

一、 考试卷难易程度不同、 学生参照群体不同， 样本学生的考试成绩难以标准化、

在全国范围内不具有比较意义； 二是认知能力的高低是影响孩子学业成绩的重要因

素①。 因此， 本次研究选取认知能力作为因变量， 对其的测量是通过是用三参数的

ＩＲＴ 模型来估计出样本学生认知能力测试的标准化总分 （王卫东、 李佩华， ２０１５）。

这一变量从语言、 图形与空间、 计算与逻辑三个方面考察了孩子的认知能力。

５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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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本文对样本学生的语文、 数学、 外语学习成绩与认知能力标准化得分进行了相关性分析， 两者呈显著正向相关。



２ 控制变量

根据已有文献， 本次研究将以下变量作为控制因素： 学校教育水平、 班级教育

水平、 年级、 流动人口情况、 子女父母同住情况、 家长负面行为、 家庭经济条件、

父母受教育程度和对子女教育期待。 学校教育水平和班级教育水平分别根据校领导

关于 “学校在本县的排名如何？” 的回答和班主任对 “目前您这个班的学习成绩处

于什么样的水平？” 的评价来进行测量， 对选项分别赋值为 “最差 ＝ １、 中下 ＝ ２、

中间 ＝ ３、 中上 ＝ ４、 最好 ＝ ５”。 年级变量中， 七年级 ＝ ０， 九年级 ＝ １。 对是否为流

动人口这一回答的赋值为： 否 ＝ ０， 是 ＝ １。 对父母是否都与孩子同住一项进行重新

编码， 父母都与孩子同住赋值为 １， 其余情况为 ０。 父母负面行为通过父亲是否酗

酒、 父母是否有吵架行为这两个问题共同构建， 并对其进行编码， 有为 １， 没有为

０， 两个二分变量相加构建成一个定序变量， 数值越大， 表示家长负面行为越多。 家

庭经济条件通过家长问卷中自评家庭经济收入来测量， 根据家庭收入由低到高分别

赋值形成一个五等级变量： “非常困难” 为 １， “比较困难” 为 ２， “中等” 为 ３，

“比较富裕” 为 ４， “很富裕” 为 ５。 父母受教育程度则以父母双方中最高的教育水

平为准， 一方面是借鉴了以往运用 ＣＥＰＳ 数据的研究做法 （姚远、 张顺， ２０１６）， 另

外一方面则可以保证更多的样本进入分析模型， 并且全面考虑父母双方的影响。 其

中， 教育水平是根据受教育年限进行赋值： 没有受任何教育赋值为 ０， 小学和私塾

赋值为 ６， 初中赋值为 ９， 高中、 中专、 技校赋值为 １２， 大专赋值为 １４， 本科赋值

为 １６， 研究生及以上赋值为 １９。 父母对子女的教育期待则以此从 “现在就不要读

了” 到 “博士” 依次赋值①， 其中 “无所谓” 赋值为 ５。

３ 核心解释变量

本文观察的核心解释变量是情感投入与经济支持两个维度。 其中， 情感投入则

包括家长对学生的督导行为、 交流行为和互动行为三方面。 其中家长的督导行为具

体通过 “在孩子的作业考试 ／在学校表现 ／每天上学 ／每天几点回家 ／和谁交朋友 ／穿

着打扮 ／上网时间 ／看电视时间， 这八个方面管得严不严” 的问题， 以 “不管、 管但

不严、 管且严格” 的严苛程度分别赋予 １ ～ ３ 的分值， 这八个变量的 α 系数为

０ ８２４， 内部一致性良好， 八个三分变量的加总值即为家长的督导行为总得分。 家长

６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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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具体而言： “现在就不要念了” 为 １， “初中毕业” 为 ２， “中专 ／ 技校” 为 ３， “职业高中” 为 ４， “普通高

中” 为 ５， “大学专科” 为 ６， “大学本科” 为 ７， “研究生” 为 ８， “博士” 为 ９。



与孩子的交流行为则以 “您是否主动与孩子讨论学校发生的事情 ／孩子与朋友的关

系 ／孩子与老师的关系 ／孩子的心情 ／孩子的心事或烦事” 五个问题的回答为测量，

由 “从不、 偶尔、 经常” 的频率分别赋值为 １ ～ ３ （这五个变量的 α 系数为 ０ ８７３，

内部一致性良好）， 将五个变量的值加总得出家长交流行为变量。 家长与孩子的互

动行为则以 “过去一年， 家人与孩子一起吃晚饭 ／读书 ／看电视 ／做运动 ／ 参观博物馆

等地方 ／外出看演出体育比赛和电影的频率” 为测量， 将 “从未做过、 每年一次、

每半年一次、 每半个月一次、 每周一次、 每周一次以上” 的回答分别赋值为 １ ～ ６

分 （六个变量的 α 系数为 ０ ７５９， 内部一致性较好）， 六个题目得分加总后得出。

　 　 表 １ 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分析

变量名 样本数 均值比例 标准差 数据类型 变量说明

因变量
认知能力得分 ８８００ ０ １６２ ０ ８８９ 定距变量 全样本标准化结果
控制变量
学校教育水平 ８８００ ４ １１２ ０ ７７７ 定序变量 取值为 １ ～ ５
班级教育水平 ８７０４ ３ ４１０ ０ ９８０ 定序变量 取值为 １ ～ ５
年级 ８８００ ０ ４６１ ０ ４９８ 定类变量 ０ ＝ ７ 年级， １ ＝ ９ 年级
流动人口情况 ８７４９ ０ ８６０ ０ ３４７ 定类变量 １ ＝ 是， ０ ＝ 否
父母陪伴同住 ８８００ ０ ８０７ ０ ３９５ 定类变量 １ ＝ 是， ０ ＝ 否
父母负面行为 ８５０６ １ ８０８ ０ ４６６ 定序变量 取值为 ０ ～ ２
家庭经济条件 ８３１２ ２ ９２５ ０ ５２６ 定序变量 取值为 １ ～ ５
父母最高教育程度 ８７７２ １２ ２４２ ３ １５２ 定距变量 教育年限
对子女教育期望 ８７２２ ６ ７７５ １ ５２８ 定序变量 取值为 １ ～ ９
核心解释变量
家长督导行为 ８１６０ １９ ０８３ ３ １８４ 定距变量 取值为 ８ ～ ２４
家长交流行为 ８２９１ １１ ８４８ ２ ５６２ 定距变量 取值为 ５ ～ １５
家长互动行为 ７８３６ ２３ ７６５ ５ ８９０ 定距变量 取值为 ６ ～ ３６
入学经济支持 ８３５５ ０ ３９４ ０ ７２９ 定距变量 取值为 １ ～ ８
校外辅导花费 ７９８４ ２０９０ ５０９ ５２８５ １６６ 定距变量 实际花费金额
校内总花费 ５８２１ ８９６ ５６２ ３１５８ ４８７ 定距变量 实际花费金额

对经济支持的测量包含入学经济支持、 校外辅导花费、 校内总花费三个变量。

预先的分析表明校内总花费存在民办和公立学校的差别， 但是模型结果表明学校的

性质 （民办或公立） 对认知能力没有显著影响①。 入学经济支持通过 ８ 个二分变量

７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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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我们预先做了一个简单的 ｔ 检验， 在 ８８００ 的样本中， 未处理缺失值时， 填写花费的数据中， 公立学校

５６００ 个， 花费均值 ７５６ １２７， 民办学校 ２２１ 个， 均值 ４４５５ ０９， 确实差异较大， ｔ 检验结果也是显著差异。
但我们研究对象是认知能力， 在模型中纳入学校性质后并未产生显著影响， 说明民办、 公办对学生认知能

力影响并不显著。



测量 （是否在入学时请朋友帮忙、 是否在入学时给有关领导送礼、 是否交额外费

用、 是否在学校所在片区买房、 是否为入学迁户口、 是否为入学把户口挂靠到亲戚

或朋友家、 是否让孩子参加各种学业考试 ／特长考级、 是否通过其他方式让孩子入

学）， 这是一道多选题， 对上述问题的回答分别为 “是” 赋值为 １， “否” 赋值为 ０，

这 ８ 个问题加总后成为经济支持变量， 取值为 ０ ～ ８， 取值越大意味着入学前的经济

支持种类越多。 校外辅导花费则通过上个学期在校外进行课外辅导的付费金额这一

定距变量作为测量。 校内总花费即指交给学校的上一学期总计金额， 也是定距变量。

在对校内总花费与校外辅导花费的处理上， 本文首先将数据中极端值 “９９９９９” 定

义为缺失， 同时因这两个变量的缺失都较为严重， 下文会介绍相对应的处理方法。

（三） 分析策略

为了验证上述研究假设， 本文的实证过程分为三步来进行： 第一步， 先进行相

关性分析， 查看两个核心解释变量涉及的六个子变量与因变量之间的相关程度。 初

步探讨家长的经济支持和情感投入是否影响孩子的认知能力。 第二步， 在控制其他

因素的情况下， 检证家长的经济支持和情感投入是否仍会对孩子的认知能力产生影

响。 具体做法为建立 ＯＬＳ 线性回归模型， 通过逐步回归的方法比较经济支持和情感

投入哪个对孩子的教育结果影响更大。 由于模型变量中部分核心自变量缺失比例较

高， 本文将首先在原始数据上建立回归模型， 进而使用均值插补、 多重插补、 随机

森林插补三种插补方法对缺失较多的变量进行插补， 并对使用不同方法插补的数据

集建立回归分析。 第三步， 基于上一步不同数据集 ＯＬＳ 模型结果进行系数集束化，

比较家长的经济支持和情感投入对孩子认知能力影响程度的差异。 系数集束化的方

法可以避免现有研究中仅采用对比单个系数的方法进行简单比较的不足， 为不同维

度的家庭投入的影响大小提供比较思路。

系数集束化方法 （ｓｈｅａｆ ｃｏ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ｓ） 是由海斯 （Ｈｅｉｓｅ， １９７２） 撰文提出， 其比

较一系列变量的相对影响强度， 而相对影响强度的测量是基于标准化处理后的。 近

年来国内学者将该方法运用社会学的量化分析领域 （刘精明， ２０１４； 梁玉成、 周

文， ２０１４； 王建， ２０１７， 姚远、 张顺， ２０１６）。 本文为了比较情感投入 （Ｘｉ） 与经

济支持 （Ｘｊ） 对认知能力影响的相对效果， 我们假定同时存在一个表示情感投入的

潜在变量 ηａ 和表示经济支持的潜在变量 ηｂ ， 它们分别是与情感投入相关的自变量

Ｘｉ 和表示经济支持相关的自变量 Ｘｊ 相关的结果变量。 假定本文的模型如下：

８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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γ ＝ β０ ＋ βｉＸｉ ＋ βｊＸｊ ＋ βｋＸｋ ＋ ε （１）

ηａ ＝ ｃ１ ＋ μｉＸｉ （２）

ηｂ ＝ ｃ２ ＋ μ ｊＸｊ （３）

将公式 （２） 和 （３） 代入 （１） 可以得到 （４）

γ ＝ β０ ＋ λ１ηａ ＋ λ２ηｂ ＋ βｋＸｋ ＋ ε （４）

其中 （４） 式是对本文原模型 （１） 的一种替代性表达， 对其估计是在拟合模型

（１） 之后通过迭代的方法完成。 在后估计过程中同时采用两套参数以使 ηａ 和 ηｂ 的

标准差都为 １， 从而使 （４） 式中的集束变量 ηａ 和 ηｂ 的集束化系数 λ１ 和 λ２ 之间具

有可比性 （Ｂｕｉｓ， ２００９）。

四、 数据结果分析

（一） 相关分析

根据变量的数据类型， 本文对情感投入的三个指标、 经济支持的三个指标以及

认知能力之间做了相关分析 （见表 ２）。 分析发现家长与孩子之间的交流行为、 互动

行为以及在校外的补习花费与孩子的认知能力是呈现显著的正相关， 但是相关程度

处于中等水平， 而其他变量则与学生的认知能力无显著相关性。

　 　 表 ２ 情感投入、 经济支持与认知能力的相关分析

认知能力

督导行为 ０ ００７
交流行为 ０ １７１∗∗∗

互动行为 ０ １６３∗∗∗

入学支持 － ０ ０２１
课外补习 ０ ０８９∗∗∗

校内花费 － ０ ００５

　 　 注：∗ ｐ ＜ ０ ０５，∗∗ ｐ ＜ ０ ０１，∗∗∗ ｐ ＜ ０ ００１。

（二） 原始数据回归结果分析

本文首先基于原始数据在控制其他变量的影响下， 以认知能力的标准化得分作

９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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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因变量进行了多元回归分析。 模型 １ 为全部控制变量对因变量的影响， 包括了学

校教育水平、 班级教育水平、 年级、 子女父母同住情况、 是否为流动人口、 家庭经

济条件、 父母对子女教育期待、 父母最高教育年限、 父母负面行为这些基础变量。

模型 ２ 是在第一个模型的基础上加入情感投入的三个指标： 家长督导行为、 家长交

流行为、 家长互动行为。 模型 ３ 是建立于前两个模型之上， 加入经济支持的三个变

量： 入学经济支持、 课外补习花费、 校内花费。 对模型进行的多重共线性检验结果

显示 ＶＩＦ 结果均处于 １ ０ ～ １ ８。

　 　 表 ３ 经济支持与情感投入对孩子认知成绩的影响

模型 １ 模型 ２ 模型 ３

标准化回归系数 标准化回归系数 标准化回归系数

控制变量

学校教育水平 ０ １２４∗∗∗ ０ １２７∗∗∗ ０ １２１∗∗∗

班级教育水平 ０ １０６∗∗∗ ０ １０４∗∗∗ ０ １２１∗∗∗

年级 ０ ０４６∗∗∗ ０ ０３８∗∗∗ ０ ０３２∗

流动人口情况 ０ ０２５∗ ０ ０２２∗ ０ ０１０

父母陪伴同住 ０ ０４４∗∗∗ ０ ０３０∗∗ ０ ０３０∗

父母负面行为 － ０ ０４１∗∗∗ － ０ ０４２∗∗∗ － ０ ０４４∗∗∗

家庭经济条件 ０ ０５０∗∗∗ ０ ０４６∗∗∗ ０ ０４７∗∗∗

父母最高教育程度 ０ １４１∗∗∗ ０ １１４∗∗∗ ０ １１７∗∗∗

对子女教育期望 ０ １９３∗∗∗ ０ １８０∗∗∗ ０ １９０∗∗∗

情感投入

家长督导行为 － ０ ０６５∗∗∗ － ０ ０５５∗∗∗

家长交流行为 ０ ０５１∗∗∗ ０ ０４５∗∗

家长互动行为 ０ ０５８∗∗∗∗ ０ ０６６∗∗∗

经济支持

入学经济支持 － ０ ０３９∗∗

校外辅导花费 ０ ０１７

校内总花费 － ０ ００３

Ｎ ７８７０ ７０６０ ４８５０

调整后的 Ｒ２ ０ １５１ ０ １５２ ０ １６６

　 　 注：∗ｐ ＜ ０ ０５，∗∗ｐ ＜ ０ ０１，∗∗∗ｐ ＜ ０ ００１。

从统计结果看， 模型 １ 中控制变量可以有效解释孩子认知能力差异的 １５ １％ 。

其中， 高年级学生平均认知能力比低年级的平均认知能力水平要高， 这一结果与以

０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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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的研究结论保持一致， 主要原因是年龄的增长。 教育水平越高的班级与学校中，

其学生的认知水平越高。 有过流动经历的孩子比留在当地的孩子的认知能力更高，

这可能是流动经历能够增加孩子的见识。 父母双方都能陪伴孩子的学习成长与其共

住， 可以有效提高孩子的认知能力成绩。 负面行为越多的父母， 孩子的认知能力越

低。 父母对子女传递的教育期望越高， 孩子认知能力就越高。 家庭经济条件越好、

父母受教育程度越高， 孩子的认知能力越高。 根据模型 １ 的标准化回归系数判断，

对子女的教育期望和父母的最高教育年限是所有控制变量中影响力最大的两个因素。

模型 ２ 在加入三个情感投入维度的变量后， 整体解释力提升到了 １５ ２％ ， 父母

互动行为、 父母交流行为、 父母督导行为都显著影响学生的认知能力。 其中， 父母

对孩子的督导行为在负向水平上影响认知能力， 即父母管孩子管得越严， 孩子的认

知能力表现分值越低， 假设 １ １ 得到证实。 同时， 父母和孩子的互动和交流的频率

越高， 孩子的认知能力水平相应越高， 假设 １ ２ 和假设 １ ３ 得到了证实。

模型 ３ 在模型 ２ 的基础上加入相关的经济支持变量。 学校内花费、 课外补习花

费的金额对于孩子的认知能力而言并未有显著影响， 而家长在对孩子入学前做出的

种种经济支持行为对孩子的认知能力有着消极的影响， 因此假设 ２ １ 和 ２ ３ 没有得

到数据的支持， 而假设 ２ ２ 与预想不一样。 一个可能的原因是认知能力水平偏低的

孩子的家长更多地进行了经济投入。

当然， 由于学校内花费、 课外补习花费这两个变量缺失过多， 这可能会导致模

型 ３ 最终进入回归的样本数量远低于前两个模型。 本研究接下来就通过多种缺失值

方法进行处理， 然后与原始模型的结果进行对比。

（三） 多种插补缺失值结果

常见的缺失值处理方法有直接删除法与数据插补法两种。 前者是直接删有缺失

值的样本， 而后者常用的方法有均值插补法、 随机值插补法、 线性插值、 多重插补

法、 随机森林插补法等。 为了对比不同插补方法得出的模型结果是否有较大差异，

本文选取了较为简单的均值插补法及插补效果较好的多重插补法与随机森林插补法

进行插补。

均值插补法即通过数据中该变量所有已回答单元的均值来替代缺失值， 本文使

用单一均值插补的方法， 分别计算出学校内花费与课外补习花费已回答单元的均值，

作为各缺失单元的插补值。 多重插补法简而言之是通过给每个缺失单元插补上多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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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 对插补不同值的数据集进行分析， 继而形成一个综合的结果。 本文使用多重插

补中 较 为 灵 活 的 链 式 方 程 多 变 量 插 补 （ Ｍｕｌｔｉｖａｒｉａｔｅ Ｉｍｐｕｔａｔｉｏｎ ｕｓｉｎｇ Ｃｈａｉｎｅｄ

Ｅｑｕａｔｉｏｎｓ， ＭＩＣＥ） 法， 基于全模型变量对缺失较多的学校内花费与课外补习花费两

个变量进行插补， 该方法不要求变量符合多元正态分布或其他联合分布， 可以灵活

插补各类变量。 随机森林插补法是在决策树的基础上将单棵树组合成了随机森林，

该方法原理是从原样本集中抽取若干子样本集作为训练样本集合， 继而根据若干训

练集生成由若干棵决策树组成的随机森林， 然后根据不同分类投票形成最终插补结

果。 随机森林插补要求至少有一个含有全样本的变量， 故而本文基于全模型进行插

补， 得到一个全模型变量都经过插补的完整数据集。 在对缺失变量使用不同方法插

补后， 将插补好的数据集分别进行回归模型分析， 结果见表 ４。

　 　 表 ４ 基于各类缺失值插补方法后的回归结果

不同数据状况下全模型结果对比

原始模型 均值插补 多重插补 随机森林插补

标准化回归系数 标准化回归系数 标准化回归系数 标准化回归系数

控制变量

学校教育水平 ０ １２１∗∗∗ ０ １２８∗∗∗ ０ １２８∗∗∗ ０ １３１∗∗∗

班级教育水平 ０ １２１∗∗∗ ０ １０６∗∗∗ ０ １０６∗∗∗ ０ １０５∗∗∗

年级 ０ ０３２∗ ０ ０３６∗∗∗ ０ ０３６∗∗∗ ０ ０５６∗∗∗

流动人口情况 ０ ０１０ ０ ０１９ ０ ０１９ ０ ０２０∗

父母陪伴同住 ０ ０３０∗ ０ ０３２∗∗ ０ ０３２∗∗ ０ ０３３∗∗∗

父母负面行为 － ０ ０４４∗∗∗ － ０ ０４３∗∗∗ － ０ ０４３∗∗∗ － ０ ０３７∗∗∗

家庭经济条件 ０ ０４７∗∗∗ ０ ０４７∗∗∗ ０ ０４７∗∗∗ ０ ０４１∗∗∗

父母最高教育年限 ０ １１７∗∗∗ ０ １１３∗∗∗ ０ １１３∗∗∗ ０ １１６∗∗∗

对子女教育期望 ０ １９０∗∗∗ ０ １７８∗∗∗ ０ １７８∗∗∗ ０ ２０５∗∗∗

情感投入

父母督导行为 － ０ ０５５∗∗∗ － ０ ０６５∗∗∗ － ０ ０６５∗∗∗ － ０ ０５８∗∗∗

父母交流行为 ０ ０４５∗∗ ０ ０５０∗∗∗ ０ ０５０∗∗∗ ０ ０４８∗∗∗

父母互动行为 ０ ０６６∗∗∗ ０ ０５７∗∗∗ ０ ０５７∗∗∗ ０ ０５８∗∗∗

经济支持

入学经济支持 － ０ ０３９∗∗ － ０ ０２４∗ － ０ ０２４∗ － ０ ０２３∗

校外辅导花费 ０ ０１７ ０ ０１８ ０ ０２０ ０ ０２４∗

校内总花费 － ０ ００３ － ０ ００４ － ０ ００２ － ０ ００１

Ｎ ４８５０ ７０１２ ７０１２ ８８００

调整后的 Ｒ２ ０ １６６ ０ １５３ ０ １５３ ０ １７８

　 　 注：∗ｐ ＜ ０ ０５，∗∗ｐ ＜ ０ ０１，∗∗∗ｐ ＜ ０ ０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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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回归的结果来看， 原始模型中纳入的样本量为 ４８５０。 均值插补与多重插补法

因只对缺失较多的两个变量进行插补， 所以进入模型的总样本量为 ７０１２。 而随机森

林插补因为对整个模型的数据集进行插补， 所以模型总样本量为 ８８００。 从回归模型

调整后的 Ｒ２ 来看， 均值插补与多重插补后的模型解释力度均为 １５ ３％ ， 较原始模

型下降了 １ ３％ 。 而随机森林插补后的模型解释力度为 １７ ８％ ， 较原始模型提高了

１ ２％ 。 从变量的显著性与标准化系数趋势来看， 三种插补方法的数据集与原始模型

基本一致。 在对比缺失较多的两个变量———学校内花费与课外补习花费———的标准

化回归系数中可以看出， 尽管出现了系数上的变动， 但模型结果依然支持了本文提

出的假设。

（四） 情感投入与经济支持对认知能力影响的比较

为了探究家庭情感投入与经济支持哪一个对学生认知能力的影响更强， 本文在

ＯＬＳ 模型的基础上采用系数集束化的估计方法比较家庭情感投入与经济支持两种不

同的家庭行为的作用。 并且， 因为本文对三种方法插补后的模型都进行了系数集束

化的操作， 结果见表 ５。

　 　 表 ５ 情感投入与经济支持效应的相对强度

集束化系数

变量 原始模型 均值插补模型 多重插补模型
随机森林

插补模型

情感投入

（父母互动行为、 父母交流行为、
父母督导行为）

　 ０ ０８２∗∗∗

（０ ０１２）
　 ０ ０８１∗∗∗

（０ ０１０）
　 ０ ０８１∗∗∗

（０ ００３）
　 ０ ０８０∗∗∗

（０ ００９）

经济支持

（入学经济支持、 学校内花费、
课外补习花费）

　 ０ ０３６∗∗∗

（０ ０１１）
　 ０ ０２５∗∗

（０ ０１０）
　 ０ ０２７∗∗∗

（０ ００３）
　 ０ ０２９∗∗∗

（０ ００９）

差异性检验
χ２ ＝ ７ １１
Ｐ ＝ ０ ００７７

χ２ ＝ １５ ３９
Ｐ ＝ ０ ０００１

χ２ ＝ １５５ ０５
Ｐ ＝ ０ ００００

χ２ ＝ １５ ８８
Ｐ ＝ ０ ０００１

　 　 注：∗ｐ ＜ ０ ０５，∗∗ｐ ＜ ０ ０１，∗∗∗ｐ ＜ ０ ００１。

在原始模型中， 情感投入的集束化系数为 ０ ０８２， 经济支持的集束化系数为

０ ０３６， 前者的作用强度是后者的 ２ ２８ 倍 （０ ０８２ ／ ０ ０３６）， 并且这种差异在统计学

上是显著的。 在进行插补后的数据集中， 情感投入的集束化系数变动不是很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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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经济支持的集束化系数有明显的下降。 从而对数据集进行插补后， 情感投入相比

经济支持对学生认知能力影响的强度差异进一步扩大， 分别达到了 ３ ２４ 倍、 ３ 倍和

２ ７６ 倍， 皆高于原模型中的强度差异， 且差异性检验皆为显著①。 整体而言， 家庭

情感投入相对于经济支持而言是影响学生认知能力更为有力的因素， 发挥出了较经

济支持更为主导的作用。 因此， 本文的假设 ３ 得到有力证实。

五、 结论与讨论

本文基于 ２０１４ 中国教育追踪调查 （ＣＥＰＳ） 基线数据， 探讨并比较了情感投入

与经济支持对子女认知能力的影响。 本文通过多元线性回归模型发现： 在中国城市

家庭， 情感投入总体来说能够正面影响孩子的认知能力， 亲子间互动的频率、 交流

沟通的频率越高， 孩子认知能力越强， 而父母的严格督导行为， 可能给孩子的认知

能力带来负面影响； 不同类型的经济支持对孩子的认知能力影响并不一致， 家长在

入学上所做的经济支持甚至有可能给认知能力的发展带来负面影响。 本文在多元线

性回归模型的基础上使用系数集束化的方法， 发现情感投入相对经济支持对孩子认

知能力的影响强度更高。 同时本文在数据核心变量存在大量缺失的情况下， 使用了

均值插补、 多重插补及随机森林插补三种插补方法进行数据修复， 试图弥补数据缺

失带来的模型信息缺漏或结果不稳定。 通过对缺失值的填补， 尽管出现了模型在系

数上出现变动， 但模型趋势和结果与本文的理论假设保持了一致。

本文的研究是对以往研究的进一步探索， 再次证实父母对子女情感方面的支持

越高， 其教育获得越高， 而父母对子女的监督、 管束行为越多， 孩子的教育获得越

低 （钱珍， ２００８）。 相反， 经济上的各种投入和支持并没有非常显著地提高孩子的

认知能力。 这就提醒家长在对孩子教育的经济投资更为谨慎， 避免盲目的投入。 在

孩子的成长中， 家长要积极扮演教育引导者的角色， 在交流、 互动中让孩子感觉到

父母对其健康成长的期待； 而在管理督导孩子行为规范等方面应注意把握分寸， 为

其尽可能创造一个宽松的、 充分自由发展的成长环境。 青少年时期的孩子独立自主

的意识开始增强， 父母的过度管理行为容易拉大亲子距离， 进而可能会造成孩子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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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或者学习的自主能力受损。

综上所述， 教育过程中不同类型的投入确实会为孩子的认知能力提升带来不同

的影响。 本文认为， 情感投入才是家长们更应该重视的。 尤其是对于经济支持方面

处于劣势的家庭来说， 或许可以通过家庭充足的情感投入来弥补这一劣势。 孩子成

长中， 父母的陪伴、 良好的家庭环境、 宽松有爱的成长氛围、 更多的交流和沟通，

能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对于相关教育部门来说， 也应对家长教育方式进行规范，

鼓励家长以平等、 宽容的方式教育孩子。 除此之外， 也应当促进家校合作， 督促学

校定期开展亲子素质拓展活动， 增进亲子互动频率。 此外， 本文也存在一些不足的

地方： 首先， 由于问卷题目的局限， 对情感支持和经济投入维度的测量尚未全面、

准确地涵盖这两个核心自变量的测量， 这使得文章的结论可能存在偏差； 第二， 由

于本文所用的是 ＣＥＰＳ 基线数据， 如果要更为深入探索因果机制， 则应该结合多期

的追踪数据进行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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